苏南抗日重镇——严墓
陈培荣

严墓（又称铜罗，现为吴江市桃源镇）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严墓人民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均前赴后继，浴血奋斗，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在大革命时期，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一张为唤醒民众、揭露黑暗、抨击虚伪的《新严墓》报便横空出世，字里行间显示了浩然正气，为严墓人民在漫长的斗争岁月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严墓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民抗租暴动，震惊了反动当局。抗日战争时期，吴江沦陷，严墓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共中央特科、中共浙西北特委、新四军军部政工等条线的地下党组织在此开展抗日活动。中共浙西北特委机关和中共吴兴县委机关都曾相继设立在这里。“江南民众抗日救国会”、“青年干部训练班”等进步团体组织的活动在严墓风涌而起，上演了一幕幕英勇抗日、浴血奋战的话剧。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吴嘉工委在严墓组建革命武装，为迎接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宣传抗日   壮大铁军
——新四军在严墓的抗日活动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4月，军部移至皖南歙县岩寺，7月，进驻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战功赫赫，被称为著名的“铁军”。

1938年9月，中共党员庄绍桢（又名庄真，浙江南浔人），受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的派遣，从泾县回太湖边开展工作。他到达严墓后的任务是物色可靠对象，介绍他们去参加新四军，以扩大新四军的队伍。当时严墓南邻的乌镇及吴江县盛泽等主要城镇都驻有日军，但严墓无日军据点。由于严墓区境内大小湖荡星罗棋布，河港纵横交错，没有公路，交通不便，天然的地势阻碍了日军的军事行动。因此，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均流亡在严墓。

庄绍桢经从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国民党朱希部队参谋主任、同学姚壁成介绍进入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担任政工队队长。他利用这一机会，邀请进步青年洪海泉筹组政工队，很快就吸引了20多名要求抗日的青年。为提高队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庄绍桢在严墓区开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公开以新四军身份向青年们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进行人生观教育，教唱革命歌曲，组织队员们演出，宣传共产党抗战方针，提高青年的抗日积极性。庄绍桢还自编自导短剧《军队与老百姓团结起来打鬼子》，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一阶段，庄绍桢输送张斌、马佐龙、沈世钧、李庆魁、周蔚昌、凌文华、金再祥等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随后，张静贞、陈有民、金衡等进步青年在庄绍桢的指导下，也投奔了新四军。

1941年3月，皖南事变后，严墓一带局势严峻，庄绍桢撤离吴江。

（二）壮志未酬   血染鲈乡
 ——中共上海特科在严墓的抗日活动

1937年冬，中共上海特科，基于众多自发组成的抗日武装寻求党的领导及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决定利用各种关系对地方游击队做争取改造工作，使之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1938年秋，丁秉成受命来到吴江开辟工作，争取改造游击队，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队伍。1939年2月，特科又陆续派来了中共党员施光华、张琼英（丁秉成爱人）等一批“武抗”会员。三、四月间特科和“武抗”人员因在黎里遭日军袭击，而撤至严墓，进入县政工队，丁秉成任政工队指导员。

1939年5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和上级指示，丁秉成在严墓车家坝建立中共吴江支部，丁秉成任书记，组织委员为张琼英，宣传委员为施光华，沈月箴为丁秉成单线领导的情报员。不久，又建立了党支部领导下的“武抗”吴江支部，丁秉成兼任支部书记，张琼英、施光华、刘子荣、华大闲任支部委员。吴江支部和“武抗”支部在政工队和当地青年中发展会员，培养先进分子，吸收为中共党员，壮大革命力量。

1939年5月，丁秉成、钱康民从赵安民部队拉出三四十人枪，创立了我党直接领导的队伍——“江浙太湖义勇军”，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政委兼副司令。江浙太湖义勇军转战江浙一带抗日杀敌。短短数月，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深得人民群众拥护，震慑了敌、伪、顽军。是年8月23日，国民党62师和吴兴县常备队在苏浙边境吴溇包围袭击了这支年轻的抗日队伍，丁秉成、钱康民等主要领导人英勇牺牲，血染鲈乡。

丁秉成牺牲后，上级党组织指示由施光华负责将政工队的党员及“武抗”成员分批撤离吴江，回上海待命，不久他们参加了新四军，成为抗日战场的英勇将士。

（三）汇集精英   藏龙卧虎

     ——中共浙西北特委（路东机关）、中共吴兴县委机关在严墓

1939年底，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实行反共、排共政策，下令各政工队集中天目山受训，强迫他们加入三青团和国民党，斗争十分激烈。中共吴兴县委转入地下活动，在县委书记王子达与中共党员庄绍桢取得联系后，中共党员王化鹏、朱闻礼、陈友群等先后从浙江省政工队转入吴江县政工队，并在严墓区瑾下浜建立了中共苏浙特别支部。严墓地区又充实了一批抗日精英。

1940年10月，中共浙西特委贯彻“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京杭国道为界分为路东、路西两块（又称浙西北特委）。1940年11月，中共浙西路东特委机关和中共吴兴县委机关同设在严墓镇枫桥堍福泰兴烟纸店。（“福泰兴烟纸店”旧址现仍保存完好，地址在严墓古镇区枫桥堍），路东块负责人为朱辉，吴兴县委书记为史列青，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为贝纹，特委交通员为陈浩天。由担任小学教师的区委书记赵子扬和开福泰兴烟纸店的吴兴县委书记史列青负责掩护特委机关。此时，严墓的党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皖南事变后，严墓一带形势严峻，1941年3月，浙西路东机关和吴兴县委机关分别撤向浙江的南浔和双林。

（四）团结抗战   保卫严墓
——朱希、汪鹤松部队在严墓的抗日武装斗争

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后，从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国民党朱希、汪鹤松部队吸收了上海等地流亡在外的一批爱国青年，组成了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游击武装，朱希为司令、汪鹤松为副司令。朱希富有爱国之心，他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实施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在江浙边界一带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篇章。

1938年3月，朱希部队到达浙江乌镇一带，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发动民众，扩充武装，屡战皆捷，名声大振，很快发展到4000余人，扩编为5个团9个大队和1个机炮连。为防御敌人反攻，朱希部队乘胜攻占严墓、新塍。并派副司令汪鹤松带着八大队100多人驻扎在严墓区算墟庙，与乌镇形成犄角之势，开辟了一块以乌镇为中心的游击区，成为浙北沦陷区实力最强的一支抗日游击队。为争取这支抗日部队，我党派出徐洁身、徐由整、韩昌三人到朱希部队参谋处任职，并在朱希部队内建立三人组成的党支部。朱希非常敬重中共党员。在我党的帮助下，朱希部队纪律严明，政治、军事素质和战斗力都有了明显提高。

汪鹤松部队进驻严墓后，日军不断派出日伪军前来“扫荡”。1938年6月20日，湖州日军的一个小队乘汽艇“扫荡”严墓。汪鹤松部队的一个中队闻敌来犯，迅速投入战斗，不到20分钟，击毙4名鬼子，余敌仓惶退走。当日中午，湖州据点敌人汇集了200多名日伪军，杀气腾腾赶来报复。汪鹤松立即率领一个中队携带两挺机枪，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严墓镇后泾桥伏击。日军几次冲上石桥，都被英勇的游击队员打退，最后只好用汽艇拖着一船死尸逃走。严墓这一仗打得日伪军胆战心惊，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轻易到严墓来骚乱。

1938年11月9日，湖州、南浔、盛泽、嘉兴、崇德、杭州、武康等据点日伪军近万人，配以飞机、汽艇分多路向朱汪部队扑来。10日，敌人侵入乌镇、新塍、严墓，四处追踪朱汪部队。面临强敌压境，朱汪部队主动撤出乌镇等地，但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指挥失误，向导迷途，10日晚，部队夜宿练市钟家墩时被日伪军四面包围。日伪军出动汽艇巡逻水面，飞机轮番扫射轰炸，血战一昼夜，日军占领了钟家墩。此役，朱汪部队直接阵亡近千人。中共党员徐由整、徐泉生在与日寇激战中壮烈牺牲。钟家墩战役后，朱希率余部400余人退至孝丰山区休整。在他最困难的时期，我党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新四军军部派教导队队长周达明到朱汪部队任参谋处主任，合力同心、重整旗鼓。1939年春，汪鹤松带领100多人，以“江南挺进队第一路指挥部”的名义，开出孝丰山区，重返乌镇、严墓一带。随后，朱希又亲率一个连从孝丰赶到严墓区与汪鹤松部队汇合。并由刘明、周达明、韩昌等人在严墓重新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政训处，使部队士气重新振作起来。

1939年4月13日，汪鹤松部队在严墓区桃源阳和桥设伏，激战两个多小时，击沉敌艇两艘，打死日寇30余人，打得日伪军心惊胆战。汪鹤松部队乘胜出击，几次率部队在乌镇、严墓区算墟庙一带袭击敌人的据点。连战皆捷，士气高涨，民心大振，部队又发展到2个营的兵力，再次成为插入浙西北敌后的一把利刃。1939年5月，朱汪部队内的中共党员韩昌建立了严墓区第一个支部。

（五）《敌忾》、《义旗》威震顽敌

1939年7月，在中共地下党员丁秉成的支持和鼓励下，进步青年马希仁和中共党员肖心正编辑出刊了月刊《敌忾》。创刊号以洪奔的木刻“夜袭”作封面，发表了地下党员丁秉成、金大鹏、庄绍桢及抗日进步青年马希仁、姚逊等人撰写的抗日救亡文章。创刊号印了500份，分发给本地读者和浙江、江苏、上海的有关单位及书刊报社。《敌忾》积极宣传抗日，又运用了《上海周报》上“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口号，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敌视。几经阻挠，被迫停刊，因此《敌忾》只出了创刊号就停刊了。

1940年6月，肖心正、马希仁等出版了《义旗》进步期刊。马希仁遂写行书刊名，肖心正为责任编辑。《义旗》用十六开白纸铅印，每期约印二、三百份。《义旗》上的文章体裁形式多样活泼，有短论、特写、散文、报告文学、敌区通讯、思痛录、国际问题等，共出版6期，1940年底，第7期稿件已征集准备印刷，因时局紧张，未能出版。

《敌忾》、《义旗》对宣传抗日救亡，发动组织群众，壮大抗日力量起了积极的作用。《敌忾》和《义旗》的原样稿照在严墓党史馆内展出。

（六）组建武装   迎接解放
 ——中共吴嘉工委在严墓的革命活动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风云突变，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严墓人民投入了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1946年夏秋，严墓区地下党组织由中共浙西特派员罗希明通过嘉兴特派员沈如淙前来领导。

1947年初，党员沈英杰受派遣去桐乡钱家埭，以理发为职业掩护，开展党组织活动。1947年11月，中共党员金亮与陆琪在严墓南街草棚内以摆摊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1948年2月，中共严墓仁荡坝支部书记盛友鹤负责建立桃源李家坝支部。为了贯彻中共杭嘉湖工委关于筹备武器在江浙两省交界农村开展越省斗争的指示，1948年4月23日（农历三月十五），趁新塍迎神庙会之机，党员顾阿坤、潘天扬在沈如淙指挥下，在东岳庙附近夺得国民兵队班长短枪一支。1948年4月，中共吴嘉工委成立后，严墓一带的地下活动主要属于吴嘉工委领导。这一阶段金佩扬、金亮、沈如淙、陆琪、沈英杰等成功地组织几次运枪工作。“夺枪”、“运枪”为创建党的武装队伍奠定了基础。1948年7月1日，吴嘉工委组建立了一支武工队，由10名精悍的地下党员组成。武工队旨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打击敌人。使江浙交界之处的广大农民看到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鼓舞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同时有力地扰乱、震惊了敌人。1949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重要关头，中共吴嘉工委又组建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挺进纵队吴嘉湖独立团”，严墓一带的部分地下党员奉命参加了独立团。吴嘉湖独立团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吴江、嘉兴、湖州地区的反动势力，争取了乡镇国民兵队、自卫队的起义，保护了地方的安全和人民群众的财产，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出了贡献。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时期，严墓地区党组织坚持党的宗旨，坚持人民的利益，为迎接解放作出了不朽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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